
非认知能力发展差距中的机会不平等研究

———基于 “环境—努力” 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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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以往研究发现, 中国存在显著的认知能力发展机会不平等。 本文基于 2019 年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调查数据和 Roemer 机会平等理论框架,

分析了非认知能力发展的机会不平等。 结果发现, 中国非认知能力机会不平等程度达

31. 48% , 显著高于文献中认知能力的机会不平等程度, 且位居所有调查地之首, 其中家庭

藏书量、 教养方式、 学校氛围是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 排除环境影响作用后, 个体可控的

努力对非认知能力贡献约 30% , 说明环境因素在非认知能力发展中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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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 “寒门难出贵子” 现象引发了众多关于社会流动的讨论。 人们往往从家庭背

景差异、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等方面分析环境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与此同时, 即使是

脱颖而出的 “小镇做题家”, 也有很多自嘲是 “除了成绩外一无是处” 的 “985 废物”

(张文静, 2021)。 成长过程中非认知能力的缺乏, 可能成为禁锢弱势群体的一大障碍。

在劳动经济学领域, 教育一直被视为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 但近期新人力资本理论

更加强调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 (李晓曼、 曾湘泉, 2012)。 大量研究发现非认知能

力对个体的学校教育和工资都有显著影响 (Heckman et al., 2006; 王春超、 张承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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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且近些年非认知能力的回报呈上升趋势 (Edin et al., 2022)。 与认知能力相似

的是, 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同样受到家庭背景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Cunha & Heckman, 2007),
因此非认知能力发展的不平等很可能会加剧经济不平等, 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近些年在不平等研究领域中, 大量文献从结果的不平等转向关注机会的不平等

(Roemer & Trannoy, 2016; 吕光明等, 2014), 即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正义的。 例

如由个人努力导致的结果不平等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 而由外部环境 (例如城乡户籍、
家庭背景) 导致的不平等通常被认为是不太合理的, 后者即政治哲学中的 “机会不平

等” (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当结果变量均由努力决定而摒除环境的影响时, 就实

现了机会平等。 不同于此前方法大多通过环境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显著联系来证明不平

等的存在与变迁, 机会不平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可以分离出结果不平等中不合

理的部分, 进而对不平等程度进行测度, 是当前较为前沿的一种分析方法。

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试图探讨的问题为, 中国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差距中的机

会不平等占比有多大? 相比于其他地区, 中国机会不平等程度是否严重? 各类环境因

素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程度如何? 个体可控的努力因素对非认知能力发展的不平等有

多大影响? 在非认知能力愈发重要的背景下, 本研究将有助于为促进各类人力资本投

资的均等化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 201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包括中国在内多个国家采集的

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调查数据, 结合 “环境—努力” 视角, 探讨了青少年非认知能力

发展差距中的机会不平等。 相较此前研究, 本文边际贡献体现在: 第一, 基于收入分

配领域较前沿的 Roemer 机会不平等理论, 分析非认知能力形成过程的不平等现象, 扩

展了机会不平等理论的研究边界。 第二, 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机会不平等程度较认知

能力更大, 且中国城市非认知能力机会不平等较其他国家城市更大, 这丰富了人力资

本积累过程中机会不平等研究发现的基本事实。 第三, 将努力变量引入非认知能力形

成过程中, 探讨了环境与努力对非认知能力形成不平等的贡献。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

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 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对机会不平等的测度。 Roemer (1998) 在

探讨政治哲学中的分配正义问题时, 构建了 “环境—努力” 二元分析框架, 将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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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不平等看作环境和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环境 (circumstances) 是个人无法改变的

部分, 如种族、 性别等, 由环境导致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 “机会不平等”, 而努力

(efforts) 是个人可以改变的部分, 由努力导致的不平等是合理的 (图 1)。 机会不平等首

先被广泛应用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中, Roemer et al. (2003) 率先在此框架下评估了美国财

税政策对收入机会不平等的影响。 此后测度方法不断发展, 从 Bourguignon et al. (2007)

提出经典的参数法测度框架, 到近年来已有学者将前沿的机器学习方法用于机会不平等

测度 (Brunori & Neidhöfer, 2021)。 现有测度方法可分为事前法 (ex-ante) 与事后法 (ex-

post) (Fleurbaey & Peragine, 2013), 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努力变量的信息, 以及参数法与非

参数法 (Ferreira & Gignoux, 2011), 区别在于是否需要设定具体的收入函数形式。 机会不

平等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 一方面从方法测度到关注机会不平等的成因与经济社会影响, 例

如教育因素的贡献 (Palomino et al. , 2019)、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Marrero & Rodríguez,

2013) 等, 另一方面机会不平等研究逐渐从收入分配领域扩展到教育和健康等领域。

图 1　 环境—努力二元因素的机会不平等理论

在 Roemer 理论框架下, 现有文献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教育成就

(如学业成绩) 与教育获得 (如入学机会) 两方面 (Gamboa & Waltenberg, 2015)。 教

育成就机会不平等研究大多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 如 Lasso De La Vega et al. (2020) 分

析了 20 个欧洲国家学业成绩的机会不平等, 发现芬兰、 挪威等国家最为平等。 教育获

得机会不平等研究更多关注高等教育, Brunori et al. (2012) 按照机会平等理论定义的

公平标准, 发现 2001 年意大利大学改革后, 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性有所改善;

Palmisano et al. (2021) 分析了 31 个欧洲国家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 同样发现北欧国家

不平等程度更低, 而东欧国家更高, 且机会不平等与人均 GDP 显著负相关。 在国内,

张楠等 (2020) 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数据, 发现学校教育质量、 影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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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学生成绩的机会不平等分别达到约 15% 、 30%和 18% 。 靳振忠等 (2019) 利用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8 年数据发现, 与努力因素相比, 环境因素对高等教育

获得的数量和质量的贡献都相对更大, 且其中家庭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大。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聚焦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不平等。 Cunha & Heckman

(2007) 提出的技能形成模型中, 个体在周期 ( t + 1) 中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向量 (θ)

是个体在前一时期 ( t) 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存量、 个体和父母在前一时期对技能形成

的投资 ( It)、 父母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以及其他父母或环境特征 (h) 的函数。 在此

模型推动下, 家庭因素对非认知技能形成的不平等受到很多关注 (Grönqvist et al.,

2017)。 此外, 学校层面因素对塑造非认知能力也至关重要, 其中学前教育经历

(Cornelissen & Dustmann, 2019; 龚 欣、 李 贞 义, 2018 ) 与 同 伴 效 应 ( Neidell &

Waldfogel, 2010; 王春超、 钟锦鹏, 2018) 受到最多关注, 但鲜有研究基于 Roemer 的

理论分析非认知能力形成过程的机会不平等。

总体来看, 机会不平等作为政治哲学领域新近发展的理论之一, 已经被收入分配

领域学者广泛应用, 其对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不平等的研究亦有深刻影响。 然而, 教育

领域机会不平等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业成就与教育获得两方面, 而对非认知能力鲜有关

注, 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三　 研究设计

(一) 机会不平等测度的基础框架

机会不平等测度的参数法由 Bourguignon et al. (2007) 在分析收入机会不平等时首

先提出。 本文借鉴其方法, 构建非认知能力机会不平等测度的基础框架。

第一步, 建立非认知能力的决定方程:

yi = αC i + βE i + ui (1)

其中 yi是个体非认知能力, C i是个体的环境变量向量, E i是个体的努力变量向量,

ui是随机误差项。 Roemer 认为, 根本而言, 努力也与一系列环境因素相关, 因此可得:

E i = HC i + vi (2)

将 (2) 代入 (1) 中, 可得简约形式 (reduced form) 的方程:

yi = ψC i + εi (3)

其中 ψ = α + βH, εi = βvi + ui。 对式 (3) 估计, 可得非认知能力的拟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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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通过均值平滑构建消除环境差异的反事实分布, 即将所有个体的环境变

量取均值, 得到反事实的非认知能力分布:

y~ e = ψ︿ C + εi (4)

类似地, 通过均值平滑构建消除努力差异的反事实非认知能力的分布, 即将所有

个体的努力变量取均值, 得到反事实非认知能力分布, 即环境影响下的条件期望, 为

式 (3) 非认知能力的拟合值:

y~ c = ψ︿ C (5)

第三步, 测算机会不平等指数。 计算反事实非认知能力分布的不平等指数 I ( y~ ),

I 表示不平等指标, 文献中常用的有平均对数离差 (MLD)、 泰尔指数等。

y~ c 的不平等归因于个体努力的差异, 即努力不平等, y~ c 即环境带来的机会不平等,

由此可计算机会不平等的绝对值 (IOA), 也可计算机会不平等占总体不平等的相对比

重 (IOR): IOA = I(y~); IOR = I(y~) /I(y)。

此外, 非参数法由 Checchi & Peragine (2010) 提出, 其将某类环境下的样本均值

作为 E(y) 的估计值, 然后通过计算均值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估计机会不平等。 因此, 参

数法的精确性取决于参数方程设置是否合理, 而非参数法精确性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大

的样本, 以平滑努力对收入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 模型中环境集是真实环境集的子

集, 因此所测度的机会不平等是真实值的下界 (Ferreira & Gignoux, 2011)。

(二) 努力变量的构建

在事后法的框架中, 测度机会不平等的关键在于努力变量的构建。 在现实中, 个

体努力往往与环境息息相关, 例如当下中产阶层教育焦虑背景下的 “鸡娃” 现象, 学

生的努力程度与家庭教养密切相关, 这为测度 “干净” 的努力变量带来了困难。

由于式 (3) ln(yi) = ψC i + εi 中遗漏了努力变量, 其影响全部归入随机干扰项 εi

中。 若此时努力变量与模型中的环境变量相关, 则随机干扰项 εi 就与环境变量相关,

从而形成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 使得式 (3) 的系数估计结果有偏, 最终测算的机会

不平等程度也是有偏的。

Jusot et al. (2013) 和 Carpantier & Sapata (2013) 通过提取努力决定方程的残差,

剥离环境与努力变量的相关性, 以获得 “净努力” 变量, 方法如下。

第一步, 以努力变量为被解释变量, 以环境变量为解释变量, 构建努力决定方程:

Ek
i = λk + δkC i+ eki (6)

其中 k = 1, 2, 3…K, i = 1, 2, 3…N。 努力决定方程得到的残差项即为剥离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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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相关部分后剩余的 “净努力”。

第二步, 以 “净努力” (即上式中残差项) 和环境变量为解释变量, 收入的对数

为被解释变量, 构建收入决定方程:

ln(yi) = αC i + βe︿ i+ ui (7)

当努力变量是连续变量时, “净努力” 就是努力决定方程的残差; 当努力变量是分

类变量时, 以广义残差来代表 “净努力”, 即:

E(êK |E j) = ϕ(δkC)
Ф(δkC)[1 - Ф(δkC)]

[Ek - Ф(δkC)] (8)

其中 φ 和 菰分别是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pdf) 和累积分布函数 (cdf),

通过相应计算可得到广义残差。 虽然文献中常以排除环境影响的残差项作为 “净努力”

的代理变量, 但由于努力的主观性及环境因素的测度不完全, “残差项” 必然包含遗漏

的环境变量, 这往往导致高估努力的影响而低估环境的影响。

(三) 因素贡献度的分解

在经验研究中, 除测算总体机会不平等程度外, 评估各个环境变量的偏效应同样

重要, 这有助于明晰各环境因素的作用效应, 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种

测量偏效应的方法是构建两个反事实分布, 一个即为式 (5), 另一个仅平滑各种环境

变量中的一类, 即 y~ J
i = C j≠J

i βi + C j = Jβi, 然后据此计算出两类反事实分布不平等的差值,

即为该类环境变量 J 对机会不平等的边际贡献 (江求川、 任洁, 2020)。 另外一种测度

各因素贡献的方法是 Shapley 分解。 Shapley 方法常用来对回归方程的 R 方进行分解。

在回归方程中, 每个变量有包含或不包含两种选择, 因此 k 个自变量会有 2k个不同的

回归方程, 针对每一个自变量, 依次比较包含此变量与不包含此变量回归的 R 方的差

距, 这种对每个自变量的比较会产生 2k - 1个结果, 然后对所有结果取均值即为此变量

的贡献度。 Shapley 方法也被用来对机会不平等进行分解 (Deutsch et al., 2018)。 此方

法计算量巨大, 研究中需要分别进行回归并计算不平等程度 k∗2k次, 然后计算 k∗2k - 1

次不平等程度的差值和取 k 次均值, 但可以做到不受变量剔除顺序的影响, 具有良好

的统计性质。 本研究将该方法应用于对不平等程度贡献的分解。

四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为 2019 年 OECD 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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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SSES) 测评数据。 该数据主要涵盖 10 岁和 15 岁两个年龄

组样本。 OECD 在成功完成多轮针对学科素养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后, 于 2019

年首次开展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项目, 共 9 个国家的 10 个城市参与, 分别是波哥大 (哥

伦比亚)、 马尼萨雷斯 (哥伦比亚)、 大邱 (韩国)、 赫尔辛基 (芬兰)、 休斯敦 (美国)、

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莫斯科 (俄罗斯)、 渥太华 (加拿大)、 辛特拉 (葡萄牙)、 苏州

(中国)。 在中国, OECD 通过两阶段分层的抽样设计, 在华东师范大学与苏州市教育局的

协作下, 入样学生参与率达 96. 26% (袁振国等, 2021), 最终在苏州市下辖全部 6 个区

和 4 个县级市的 387 所符合条件的学校中, 抽取了 151 所中小学的 7268 名学生完成测评,

包括 3647 名 10 岁组学生和 3621 名 15 岁组学生, 除此之外还有 7136 名家长、 3732 名教

师和 151 名校长分别填写了问卷。 数据包含丰富的学生、 家庭和学校层面的信息。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OECD 依据 “大五人格” 模型 (big five model) 测量学生的非认知能力 (社会与情

感能力), 包括尽责性、 情绪稳定性、 亲和性、 开放性和外向性 5 个维度, 每个维度又包

含 3 项子能力 (如尽责性包含毅力、 责任感和自控力 3 项)。 初始问卷中, 5 个维度的 15

项子能力各有 8 个题项测量, OECD 在测试后删除了不符合测量学要求的部分题项, 最终

共采用 65 个问题 (15 岁组 68 个问题) 进行测量, 各子能力保留的题项数见表 1。

SSES 项目记分方式与 PISA 项目类似, 初始题目均采用 5 点量表。 OECD 基于项目

反应理论 (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通过重新赋分、 利用广义分步计分模型

(GPCM) 进行参数估计得到非认知能力初始值、 校正默认反应风格获得能力校正值和

经线性变换为均值 500 分和标准差 100 分 (所有地区样本 10 岁组学生) 的标准分, 得

到能力最终估计值 (OECD, 2021)。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即为非认知能力的 IRT 最终估

计值, 不同于传统 5 点量表所测量的非认知能力多为分类变量, SSES 数据中此变量为

连续变量。

表 1　 OECD 非认知能力测评框架

5 个维度(大五人格量表) 15 项子能力(括号中为测量的题项数量)

任务能力(尽责性) 毅力(7)、 责任感(6)、 自控力(6)
协作能力(亲和性) 共情(6)、 合作(7)、 信任(6)
开放能力(开放性) 包容度(7)、 好奇心(6)、 创造性(6)
交往能力(外向性) 乐群(6)、 果敢(7)、 活力(7)
情绪调节能力(情绪稳定性) 抗压力(6)、 乐观(7)、 情绪控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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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的选取, 分个体、 家庭、 学校三个层面。 个体层面变量包括: 性别

(0 = 女); 是否具有本地户籍 (0 = 否), 流动会影响个体的非认知能力 (魏东霞、 陆

铭, 2021); 学前教育经历 (3 岁及以前是否参加学前教育, 0 = 否), 学前教育对个

体非认知能力有显著正向且长期的影响 (Cornelissen & Dustmann, 2019) 。
家庭层面变量包括: 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 OECD 通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ISCED) 将受教育程度变量分为 3 类, 分别是 ISCED 3、 ISCED 4 和 ISCED 5、 ISCED 6

及以上, 大致对应中国高中及以下、 高职大专、 本科及以上水平; 父母最高职业地位,
利用国际社会经济指数 ISEI 衡量, 仅保留一位数, 数值越大代表职业地位越高; 家庭藏

书量, 原始为 6 分类变量, 分别表示 0 ~ 10、 11 ~ 25、 26 ~ 100、 101 ~ 200、 201 ~ 500、

500 本以上, 本文通过在各类别中随机赋值的方法将其转为连续变量, 例如将类别 3 即

“26 ~ 100” 随机赋予 26 ~ 100 之间的整数; 家庭教养类型, 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非认

知能力有重要影响 (Deng & Tong, 2020; 吴贾等, 2020), 本文在此加入两个家庭教养

类型变量, 惩罚型教养利用题项 “父母对自己严厉要求的程度” 衡量, 理解型教养利

用题项 “父母对自己理解包容的程度” 衡量, 这两个变量均为 4 点量表, 值越大代表

程度越深。
学校层面变量包括: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SES) (某学校所有学生家庭 SES 的均

值), 其中学生家庭 SES 变量是 OECD 根据学生家庭资产、 父母教育和职业变量等生成

的综合变量; 班级规模 (原始数据中为 1 ~ 9 分类变量, 分别表示 15 及以下、 16 ~ 20、
21 ~ 25、 26 ~ 30、 31 ~ 35、 36 ~ 40、 41 ~ 45、 46 ~ 50、 51 及以上, 本文通过类别中取

均值, 将其转为连续变量, 如 “16 ~ 20” 计为 18), 较小的班级规模对学生非认知能

力有正向影响 (Peter et al., 2013); 学校氛围变量, 主要指学校对于合作文化的重视

程度, Wang et al. (2022) 通过随机实验发现, 团队合作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非认知技

能都会有显著影响, 学校氛围在学生问卷中以 4 点量表测量, 询问学生学校重视合作

(value cooperation) 的程度, 值越大表示学校越重视合作氛围, 反之则表示学校越重视

其他方面 (如竞争氛围)。
3. 努力变量

努力变量的构建是本文十分重要且可能具有创新性的一部分, 在机会不平等研究

中, 针对被解释变量的差异, 努力变量的选取有很大不同。 在收入相关研究中, 个体

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往往作为努力变量 (Roemer & Trannoy, 2016); 在健康相关研究

中, 生活方式 (如是否吸烟、 体育锻炼频率等) 是最常用的努力变量 (Jusot & Tube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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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在学业成就研究中, 学习时长、 课堂表现等常作为努力变量 (Asadullah et al.,

2021)。 努力变量设置秉持的一大原则是个体是否可控, 政治哲学称之为是否对其 “负

有责任” (hold responsibility)。 鉴于此, 努力变量至少需满足三个条件: 对结果变量有

显著影响、 个体对其具有一定控制力、 环境变量对其存在影响作用。

依据以上讨论, 本研究将努力变量分为学业努力和人际交往努力两部分。 前者用

以探究传统的 “努力学习” 是否有助于提高非认知能力, 而同伴效应 (Xu et al.,

2022) 与师生关系 (Gong et al., 2018) 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均有显著影响, 因此后

者用以探索作为 “软实力” 的 “交往努力” 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 学业努力包括

学业成绩和学习时间两方面, 学业成绩采用数学和阅读成绩 (连续变量) 衡量, 学习

时间采用平均每天学习时间、 平均每天娱乐时间衡量 (4 点量表测度); 人际交往努力

采用师生交往 (5 点量表测度与最喜欢的教师交往程度)、 朋友交往 (5 点量表测度与

朋友的亲密程度) 和班级活动参与 (5 点量表测度班级活动参与程度) 衡量, 此 3 个

变量均为值越大表示程度越高。 学生数据中原始观测值有 7268 个, 本文综合学生问

卷、 家长问卷和校长问卷对缺失值进行处理, 最终获得各变量完整的观测值有 6544

个, 占比超 90% (表 2)。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非认知能力 593. 2 76. 96 341. 7 876. 7

环境变量

性别 0. 526 0. 499 0 1

学前教育参与 0. 438 0. 496 0 1

是否本地户籍 0. 388 0. 487 0 1

父母职业 4. 862 1. 590 1 8

父母教育 1. 957 0. 814 1 3

家庭藏书量 183. 7 164. 2 0 500

惩罚型教养 2. 586 0. 771 1 4

理解型教养 2. 359 0. 785 1 4

学校 SES 0. 305 0. 420 - 0. 510 1. 521

班级规模 40. 13 11. 97 12 52

学校氛围 2. 808 0. 808 1 4

努力变量

数学成绩 36. 39 12. 19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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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阅读成绩 35. 61 11. 45 1 50

学习时间 2. 734 0. 720 1 4

娱乐时间 1. 726 0. 804 1 4

师生交往 3. 134 1. 171 1 5

朋友交往 3. 715 1. 033 1 5

班级参与 3. 468 1. 285 1 5

观测值 N 6544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 苏州市学生非认知能力均值是所

有 10 个参与测评地区中最高的, 高于全部测评样本均值 (572. 6 分) 约 0. 2 个标准差;

但苏州的标准差也是所有测评地区最高的, 高于标准差均值 (62. 5) 约 23% 。 需要说

明的是, 调查地苏州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2021 年苏州市人均 GDP 达 17. 82 万

元, 略高于上海的 17. 36 万元。 苏州下辖 6 区 4 县级市, 其 4 个县级市 (昆山、 太仓、

张家港、 常熟) 2021 年均位列全国经济百强县前 10 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 苏州部分指

标必然高于全国均值。 例如学生父亲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达 23. 97% , 而基于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8 年数据计算发现, 35 ~ 45 岁 (SSES 数据中大部分学

生父亲年龄范围) 男性样本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仅 6. 08% 。

在上述背景下, 基于苏州市的数据很难具有全国代表性, 但苏州的基础教育体系

与中国其他地区并无本质区别, 本文重点在于分析非认知能力形成过程中家庭和学校

的影响, 或许样本不具有普适性, 但机会不平等形成过程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未来

中国不少地市可能都会经历苏州当前的发展阶段, 其面临的问题很可能具有相似性,

苏州的经验事实可供借鉴。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在进行机会不平等测度之前, 首先需要明晰各环境变量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即

对式 (4) 进行估计, 回归在学校层面进行聚类。 回归结果见表 3。

·43·

劳动经济研究　 2022 年第 10 卷第 4 期



表 3　 环境变量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1) (2) (3) (4) (5)

性别
4. 196

(1. 949)
3. 802

(1. 826)
- 0. 270

( - 0. 129)
- 0. 038

( - 0. 018)
1. 142

(0. 611)

学前教育参与
9. 338∗∗∗

(3. 427)
2. 924

(1. 177)
2. 489

(1. 079)
1. 301

(0. 581)
1. 719

(0. 864)

是否本地户籍
2. 547

(0. 921)
7. 488∗∗

(2. 975)
5. 701∗

(2. 513)
5. 525∗

(2. 487)
7. 429∗∗∗

(3. 612)

父母职业
0. 180

(0. 257)
0. 201

(0. 310)
- 0. 282

( - 0. 441)
- 0. 476

( - 0. 800)

父母教育(参照: ISCED 3)

ISCED 4 和 5
15. 216∗∗∗

(5. 749)
12. 188∗∗∗

(4. 975)
10. 932∗∗∗

(4. 562)
10. 229∗∗∗

(4. 538)

≥ISCED 6
22. 792∗∗∗

(6. 720)
16. 460∗∗∗

(5. 232)
13. 098∗∗∗

(4. 680)
12. 443∗∗∗

(4. 918)

家庭藏书量
0. 101∗∗∗

(13. 015)
0. 074∗∗∗

(10. 853)
0. 068∗∗∗

(10. 377)
0. 053∗∗∗

(9. 021)

惩罚型教养
28. 130∗∗∗

(21. 140)
27. 484∗∗∗

(20. 203)
19. 551∗∗∗

(16. 524)

理解型教养
16. 588∗∗∗

(13. 166)
16. 077∗∗∗

(12. 626)
11. 528∗∗∗

(9. 635)

学校 SES
9. 390

(1. 629)
4. 215

(0. 765)

班级规模
0. 503∗∗∗

(4. 232)
0. 516∗∗∗

(4. 254)

学校氛围
34. 912∗∗∗

(21. 009)

常数
585. 881∗∗∗

(156. 500)
555. 352∗∗∗

(121. 709)
454. 349∗∗∗

(75. 067)
439. 630∗∗∗

(67. 565)
376. 356∗∗∗

(54. 250)

观测值 6544 6544 6544 6544 6544

R2 0. 005 0. 080 0. 185 0. 194 0. 315

　 　 注: 括号内为 t 值;∗、∗∗和∗∗∗分别代表在 5% 、 1%和 0. 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在个体层面, 仅有是否本地户籍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 相比于非本地户籍,

本地户籍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期望高约 7 分。 学前教育经历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无显著影

响, 可能与样本中有很高比例学生接受学前教育有关 (3 岁及以前接受学前教育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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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5 岁及以前接受学前教育约 95% ), 这远高于 2010 年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 所载的学前教育入园率 56. 6% (样本学生大致的入园年份), 高比例的入园率

会导致此变量区分性不足。

在家庭层面, 父母职业地位对非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 但父母教育、 家庭藏书量

和家庭教养方式等变量均存在显著影响, 说明非认知能力的形成路径与认知能力存在

一定区别, 文化资本类变量更能够解释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差异, 这与社会学相关

研究发现一致 (Weininger et al., 2015)。 在学校层面, 与父母职业地位类似, 学校社

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 说明学校间的经济隔离并不会扩大学生非

认知能力的差距, 但班级规模和学校氛围均有显著影响。

在表 4 中, 对连续变量进行 OLS 回归, 而对分类变量进行有序 Probit 回归, 回归

均在学校层面进行聚类。 结果显示, 大部分环境变量对努力变量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影

响,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 Roemer 的看法, 即努力并非完全是个体意志的体现, 而

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环境变量对学习努力与交往努力的影响机制有所区别, 例如理

解型教养、 班级规模对学生交往努力有显著影响, 而对学习努力并无影响, 可初步证

明本文选取两类努力变量的有效性。

表 4　 环境变量对努力的影响

(1)
数学成绩

(2)
阅读成绩

(3)
学习时间

(4)
娱乐时间

(5)
师生交往

(6)
朋友交往

(7)
班级参与

性别
- 0. 510

( - 1. 495)
- 3. 133∗∗∗

( - 10. 014)
- 0. 104∗

( - 2. 041)
0. 255∗∗∗

(4. 870)
0. 152∗∗

(2. 856)
0. 107∗

(2. 106)
- 0. 056

( - 1. 060)

学前教育参与
0. 015

(0. 040)
- 0. 202

( - 0. 547)
- 0. 024

( - 0. 394)
- 0. 064

( - 1. 164)
- 0. 012

( - 0. 215)
- 0. 004

( - 0. 065)
0. 101

(1. 873)

是否本地户籍
0. 812∗

(2. 018)
1. 004∗

(2. 482)
- 0. 126∗

( - 2. 140)
- 0. 287∗∗∗

( - 5. 080)
0. 084

(1. 813)
- 0. 208∗∗∗

( - 4. 334)
0. 099

(1. 935)

父母职业
0. 301∗

(2. 317)
0. 416∗∗∗

(3. 373)
0. 044∗

(2. 462)
0. 002

(0. 111)
- 0. 036∗

( - 2. 376)
- 0. 007

( - 0. 412)
0. 012

(0. 790)

父母教育(参照: ISCED 3)

ISCED 4 和 5
- 0. 048

( - 0. 118)
- 0. 396

( - 1. 063)
- 0. 236∗∗∗

( - 4. 132)
- 0. 174∗∗

( - 3. 040)
0. 240∗∗∗

(4. 063)
0. 083

(1. 469)
0. 208∗∗∗

(3. 671)

≥ISCED 6
0. 282

(0. 595)
0. 152

(0. 303)
- 0. 380∗∗∗

( - 5. 625)
- 0. 340∗∗∗

( - 5. 065)
0. 307∗∗∗

(4. 030)
0. 089

(1. 370)
0. 281∗∗∗

(4. 073)

家庭藏书量
0. 005∗∗∗

(5. 017)
0. 007∗∗∗

(6. 150)
- 0. 000

( - 0. 103)
- 0. 001∗∗∗

( - 4. 244)
0. 001∗∗

(3. 185)
0. 001∗∗∗

(4. 896)
0. 002∗∗∗

(9.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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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数学成绩

(2)
阅读成绩

(3)
学习时间

(4)
娱乐时间

(5)
师生交往

(6)
朋友交往

(7)
班级参与

惩罚型教养
0. 919∗∗∗

(3. 973)
0. 818∗∗∗

(3. 591)
0. 011

(0. 305)
- 0. 152∗∗∗

( - 4. 614)
0. 357∗∗∗

(9. 702)
0. 218∗∗∗

(6. 161)
0. 407∗∗∗

(13. 201)

理解型教养
0. 344

(1. 589)
0. 170

(0. 835)
- 0. 101∗∗

( - 3. 039)
- 0. 109∗∗∗

( - 3. 610)
0. 278∗∗∗

(8. 482)
0. 122∗∗∗

(4. 070)
0. 195∗∗∗

(5. 872)

学校 SES
2. 797∗∗

(2. 971)
1. 014

(1. 059)
0. 512∗∗

(2. 848)
- 0. 546∗∗∗

( - 4. 481)
0. 003

(0. 029)
0. 123

(1. 814)
0. 028

(0. 278)

班级规模
0. 036

(0. 873)
0. 076

(1. 754)
- 0. 006

( - 0. 931)
- 0. 017∗∗∗

( - 4. 501)
0. 009∗∗∗

(3. 521)
- 0. 001

( - 0. 265)
0. 006∗

(2. 268)

学校氛围
0. 879∗∗∗

(3. 991)
1. 000∗∗∗

(4. 261)
- 0. 020

( - 0. 488)
- 0. 088∗∗

( - 2. 675)
0. 548∗∗∗

(14. 233)
0. 523∗∗∗

(13. 961)
0. 640∗∗∗

(16. 005)

常数项
25. 865∗∗∗

(13. 432)
25. 079∗∗∗

(13. 187)

cut1
- 3. 879∗∗∗

( - 10. 438)
- 2. 187∗∗∗

( - 10. 711)
0. 871∗∗∗

(5. 714)
- 1. 544∗∗∗

( - 9. 167)
1. 454∗∗∗

(8. 156)

cut2
- 1. 037∗∗

( - 2. 971)
- 0. 263

( - 1. 293)
2. 895∗∗∗

(16. 570)
0. 392∗

(2. 496)
2. 824∗∗∗

(16. 004)

cut3
1. 478∗∗∗

(4. 204)
1. 499∗∗∗

(7. 443)
4. 259∗∗∗

(23. 259)
2. 071∗∗∗

(12. 865)
4. 054∗∗∗

(22. 773)

cut4
5. 509∗∗∗

(28. 972)
3. 555∗∗∗

(21. 143)
5. 157∗∗∗

(27. 265)

观测值 6544 6544 6544 6544 6544 6544 6544

R2 0. 046 0. 068 0. 009 0. 035 0. 048 0. 035 0. 064

　 　 注: 括号内为 t 值;∗、∗∗和∗∗∗分别代表在 5% 、 1%和 0. 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二) 机会不平等测度

1. 机会不平等存在的随机占优分析

在正式测度机会不平等之前, 可利用一阶随机占优方法 ( first order stochastic

dominance) 直观证明机会不平等的存在。 设环境 c1影响下非认知能力 y 的条件分布为 F

(y |c1), 若对任意的 y, 都有 F(y |c1)≤F(y |c2), 即说明环境 c1随机占优于环境 c2, 因此

随机占优存在可检验不同环境间的机会不平等。

随机占优结果如图 2 所示, 按照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分类, 不同学生

非认知能力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父母教育水平 (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较高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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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父母教育水平 (左) 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ES) (右) 的因变量累积分布函数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生占优于父母教育水平 (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较低的学生。 此外, 利用父母职业地位变

量进行随机占优分析, 其结果与基于父母教育和家庭 SES 变量相似, 限于篇幅不再展示。

2. 机会不平等测度及异质性分析

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时, 文献中常利用平均对数偏差 (MLD) 测度机会不平等

(Marrero & Rodríguez, 2013; Brunori et al., 2019; 李莹、 吕光明, 2019), 但 Ferreira

& Gignoux (2014) 发现, 在进行跨国比较时, 面对经过 IRT 调整的标准化 PISA 测试分

数, 很多常用的不平等指数计算出的国家间排名可能有误, 其提出使用方差作为 PISA

测试中教育成就不平等的测量标准。 此方法也在后来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Lasso De La

Vega et al., 2020), 因此本文利用方差进行不平等测度, 之后通过 MLD 指数检验稳健

性 (表 5)。

表 5　 分样本机会不平等测度与分解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10 岁组 15 岁组

Gini 0. 071 0. 070 0. 072 0. 073 0. 055

IOR 31. 48% 30. 69% 32. 67% 32. 01% 24. 33%

分解(% )

个体层面 0. 95 1. 06 0. 65 0. 85 3. 30

父母职业 0. 57 0. 36 0. 94 0. 99 0. 45

父母教育 4. 20 2. 95 5. 75 0. 88 2. 88

家庭藏书量 9. 18 8. 06 10. 43 8. 20 5. 87

·83·

劳动经济研究　 2022 年第 10 卷第 4 期



续表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10 岁组 15 岁组

教养方式 28. 19 26. 78 29. 54 19. 56 30. 55

学校 SES 2. 76 2. 96 2. 60 2. 32 2. 41

班级规模 3. 46 2. 80 4. 15 0. 13 0. 09

学校氛围 50. 70 55. 03 45. 95 67. 03 54. 45

观测值 6544 3441 3103 3289 3255

　 　 注: 分类变量 Shapley 值为所有 (k - 1) 个哑变量贡献度之和; 由于本研究涉及变量较多, 且分类变量计算

Shapley 值时需转为 (k - 1) 个哑变量, 导致分解过程计算量巨大, 因此本文将贡献度较小 (个体层面) 的和部分

较类似的 (教养方式) 变量进行分组计算贡献度。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评测数据计算得到。

结果表明, 全样本机会不平等相对值 IOR 达 31. 48% , 即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差

距至少有 31. 48%来源于不合理的机会不平等, 这显著高于基础教育学习成绩机会不平

等的 18. 10% (张楠等, 2020), 说明相较于学习成绩, 非认知能力的机会不平等程度

更为严重。 由于学校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往往小于家庭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因此学校常

被称为 “伟大的均衡器” ( great equalizer ), 有助于缓解经济社会原有的不平等

(Agostinelli et al., 2022)。 但在当前中国教育体系中,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更加注重对学

生认知能力的培养, 而相对忽视了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这可能使得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更多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而受学校影响程度更小, 进而导致其机会不平等程度更大。

分群体来看, 女性机会不平等略高于男性, 但 10 岁组学生机会不平等显著高于 15

岁组, 即人力资本积累前期机会不平等程度更大, 原因可能在于 10 岁组学生具有更强

的 “可塑性”, 受环境变量的影响更大, 这与 “赫克曼曲线” 的发现有相似之处

(Heckman & Carneiro, 2003)。 在非认知能力方面, 同样应倡导政府加大对 (弱势群

体) 儿童发展早期的投资, 早期干预将更有助于缓解机会不平等。 按贡献分解发现,

个体层面特征贡献很小, 机会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学校层面, 家庭层面贡献主要

来自藏书量、 教养方式等文化资本相关的变量, 而学校层面贡献主要来自学校氛围变

量, 而班级规模和学校 SES 贡献不大。

本文发现非认知能力的机会不平等可能较认知能力更高, 但另一方面, 对非认知

能力机会不平等贡献更大的是学校氛围、 教养方式等因素, 而非学校 SES 或者父母职

业和教育程度。 这或许对缓解机会不平等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从教育改革和政策干预

角度看, 学校氛围和教养方式更容易干预, 而父母职业和教育程度等难以改变。

在分维度测度中, 各维度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均小于总体非认知能力的不平等,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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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基本特征与总体很相近, 即机会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家庭藏书量、 教养方式和学

校氛围三个变量。 但三个变量对各维度的影响有一定差异, 如开放性和外向性受家庭

藏书变量影响更大, 而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受家庭藏书变量影响更小 (表 6)。

表 6　 分维度机会不平等测度与分解

尽责性 亲和性 开放性 外向性 情绪稳定性

Gini 0. 081 0. 083 0. 078 0. 072 0. 090
IOR 22. 87% 27. 91% 26. 51% 24. 47% 21. 14%

分解(% )
个体层面 0. 45 0. 93 1. 72 2. 25 1. 95
父母职业 0. 52 0. 30 1. 42 0. 70 0. 38
父母教育 5. 05 3. 47 4. 93 4. 29 3. 42

家庭藏书量 8. 61 5. 33 13. 72 13. 41 6. 95
教养方式 29. 75 25. 88 25. 60 29. 54 29. 44
学校 SES 3. 37 1. 91 4. 09 2. 31 2. 30
班级规模 3. 35 4. 30 4. 14 2. 53 2. 63
学校氛围 48. 89 57. 87 44. 39 44. 97 52. 92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3. 机会不平等的国际比较

测度出 IOR 值后,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中国机会不平等程度是否严重呢? 对此需要

进行跨国比较。 在数据中, 加拿大、 芬兰和哥伦比亚 (马尼萨雷斯) 部分变量严重缺

失 (如班级规模变量马尼萨雷斯超 70%缺失), 在此不纳入分析; 美国和葡萄牙部分变

量存在一定程度缺失 (25%左右), 本文通过线性插补法进行填补后纳入分析。 环境变

量对机会不平等测度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机会不平等的国际比较 (按全样本 IOR 值升序排列)

国家 全样本(% ) 男性(% ) 女性(% ) 10 岁组(% ) 15 岁组(% ) 样本量

美国 13. 01 13. 62 12. 59 13. 07 12. 60 5787(90% )
葡萄牙 13. 99 14. 49 14. 45 14. 57 11. 70 3575(93% )

哥伦比亚 15. 20 14. 35 16. 43 13. 59 15. 57 5873(87% )
土耳其 16. 90 17. 19 17. 15 19. 16 13. 92 5126(87% )
俄罗斯 20. 72 20. 57 20. 77 21. 89 18. 66 5443(80% )
韩国 28. 03 28. 92 27. 29 32. 90 21. 49 5204(82% )
中国 31. 48 30. 69 32. 67 32. 01 24. 33 6544(90% )

　 　 注: 最后一列括号中为分析样本占原始样本量的比例。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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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显示, 中国苏州是所有城市样本中非认知能力机会不平等程度最高的, 并且

是唯一一个高于 30% 的城市。 在相关文献中, 张楠等人利用 CEPS 数据测度得到的学

业成绩机会不平等为 18. 10% , 其与已有研究比较发现, 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高于美

国、 德国、 法国、 土耳其、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越南等大部分国家, 且显著高于

发展中国家均值 (13. 13% ) 和发达国家均值 (12. 24% ) 水平 (张楠等, 2020)。 这

在印证本文结果可信性的同时, 也说明在中国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 认知能力与非认

知能力均存在高度的机会不平等。 此外, 机会不平等性别差距在不同国家并不一致,

但绝大部分国家 10 岁组样本机会不平等高于 15 岁组样本, 同样体现了早期干预的

重要性。

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城市样本并不能代表国家整体情况, 例如美国整体的不平等

程度虽然较高, 但休斯敦地区 (SSES 数据样本区) 的不平等程度并非如此, 其代际流

动性在美国 50 个大都市区中排名第 15, 具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 (Chetty et al., 2014)。

另一方面, 根据市场机制理论视角, 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率的提高均有助于提高社会流

动性, 针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 东部地区与一线城市职业的社会流动性最高 (张延吉

等, 2022), 且东部地区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程度显著低于中西部 (Zhou et al., 2022)。

据此可合理推断, 中国非认知能力机会不平等的整体水平很可能高于本文的测度结果。

(三) 努力的作用

1. 努力变量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表 8 展示了原始努力变量和净努力变量 (即分离环境影响作用后的努力, 通过式

(6) 和式 (8) 得到) 对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结果。 限于篇幅, 环境变量分别列出个体、

家庭和学校其中一个。 结果显示, 努力变量对非认知能力均有显著影响, 但学习努力

中的学习时间变量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为负向, 可能由于非认知能力形成过程中需要

人际互动, 而减小课外活动与社交等方面的时间, 对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有 “挤出” 作

用, 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学生, 过度注重书本学习可能导致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发

展的不均衡。 原始努力变量替换为净努力变量后, 环境变量系数均会增大, 说明原始

努力变量 “吸收” 了部分环境变量的影响效果, 即环境变量会影响努力变量。 相比于

原始努力变量, 采用净努力变量回归方程的 R2有一定降低, 但幅度不大 (约 5% ), 这

也可以说明, 式 (6) 中由于可能遗漏环境变量进而导致对净努力变量高估的问题并不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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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努力变量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非认知能力

原始努力 净努力 原始努力 净努力

数学成绩
0. 251∗∗

(2. 673)
0. 281∗∗

(2. 850)
0. 170∗

(2. 214)
0. 251∗∗

(3. 039)

阅读成绩
0. 378∗∗∗

(3. 738)
0. 406∗∗∗

(3. 799)
0. 283∗∗

(3. 243)
0. 304∗∗

(3. 344)

学习时间
- 15. 818∗∗∗

( - 11. 416)
- 13. 451∗∗∗

( - 10. 255)
- 12. 058∗∗∗

( - 10. 038)
- 11. 064∗∗∗

( - 9. 696)

娱乐时间
- 11. 996∗∗∗

( - 10. 043)
- 6. 249∗∗

( - 2. 692)
- 9. 661∗∗∗

( - 8. 963)
- 8. 357∗∗∗

( - 3. 918)

师生交往
10. 566∗∗∗

(13. 824)
14. 975∗∗∗

(10. 932)

朋友交往
3. 751∗∗∗

(5. 072)
32. 178∗∗∗

(27. 858)

班级参与
18. 973∗∗∗

(27. 444)
6. 780∗∗∗

(6. 449)

环境变量

是否本地户籍
4. 698∗

(2. 410)
7. 434∗∗∗

(3. 672)
4. 096∗

(2. 453)
7. 391∗∗∗

(4. 509)

父母教育(参照: ISCED 3)

ISCED 4 和 5
8. 199∗∗∗

(3. 802)
10. 190∗∗∗

(4. 579)
4. 278∗

(2. 291)
9. 699∗∗∗

(5. 001)

≥ISCED 6
8. 669∗∗∗

(3. 631)
12. 381∗∗∗

(4. 944)
4. 222∗

(1. 981)
12. 664∗∗∗

(5. 734)

学校氛围
33. 839∗∗∗

(21. 915)
34. 908∗∗∗

(21. 794)
22. 273∗∗∗

(17. 583)
34. 905∗∗∗

(28. 063)

其他环境变量 √ √ √ √

常数项
435. 909∗∗∗

(49. 746)
376. 386∗∗∗

(57. 319)
386. 771∗∗∗

(48. 119)
376. 504∗∗∗

(66. 428)

观测值 6544 6544 6544 6544

R2 0. 361 0. 338 0. 493 0. 469

　 　 注: 括号内为 t 值;∗、∗∗和∗∗∗分别代表在 5% 、 1%和 0. 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2. 环境变量与努力变量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因素分解

不同于很多文献采用 MLD 指数或基尼系数进行的不平等测度, 本文采用方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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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测度, 这与 OLS 回归中计算拟合优度的逻辑相似, 即

R2 =
􀰑n

i = 1( ŷi - yi) 2

􀰑n
i = 1( ŷi - yi) 2 =

var(α + βX i)
var(Yi)

(n → ∞) = IOR (9)

因此可以通过对回归模型的 R2进行分解, 进而分析环境和努力对非认知能力不平

等 (方差) 的贡献度 (表 9)。

表 9　 环境变量与原始努力变量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因素分解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10 岁组 15 岁组

IOR 31. 48% 30. 69% 32. 67% 32. 01% 24. 33%
贡献分解 - 环境(% )
个体层面 0. 42 0. 40 0. 26 0. 31 1. 23
父母职业和教育 1. 70 1. 30 2. 17 0. 82 1. 15
家庭藏书量 3. 58 3. 28 3. 92 3. 54 2. 30
教养方式 10. 99 11. 27 10. 66 9. 41 11. 11
学校 SES 和班级规模 2. 33 2. 40 2. 27 1. 20 1. 01
学校氛围 20. 07 23. 66 16. 73 30. 82 21. 03
小计 39. 09 42. 31 36. 01 46. 10 37. 83
贡献分解 - 努力(% )
语数成绩 2. 94 2. 65 3. 38 3. 50 0. 05
学习娱乐 7. 71 6. 23 9. 31 3. 47 2. 64
师生交往 14. 29 12. 05 16. 44 10. 34 11. 68
朋友交往 5. 56 5. 34 5. 76 7. 73 6. 35
班级参与 30. 41 31. 42 29. 11 28. 86 41. 45
小计 60. 91 57. 69 63. 99 53. 90 62. 17
总计(R2) 0. 493 0. 458 0. 535 0. 445 0. 418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环境变量与原始努力变量的 Shapley 分解显示, 在回归方程可解释的全部 R2中, 环

境变量大约贡献了 40% , 而努力变量贡献了约 60% , 但在 Roemer 机会不平等理论框架

下, 这并不能说明环境贡献作用小于努力, 因为努力变量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环境变

量贡献的 40%可认为是环境变量对非认知能力不平等的直接效应, 而努力变量贡献的

60%中既包括努力变量的直接效应, 还包括环境变量通过影响努力, 进而导致非认知

能力不平等的效应 (即图 1 中的间接效应)。

为进一步分离出真实的努力变量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果, 本文接下来通过估

计式 (6) 和式 (8), 得到剔除环境影响后的 “净努力” 变量, 再度对式 (7) 进

行 Shapley 分解 (表 10)。 环境与净努力变量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因素分解发现, 净

努力变量的贡献度大幅下降, 此时在回归方程可解释的全部 R2 中, 环境变量大约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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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了 70% , 而净努力变量仅贡献了约 30% , 说明非认知能力不平等大部分来源于环

境因素。

表 10　 环境与净努力变量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因素分解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10 岁组 15 岁组

IOR 31. 48% 30. 69% 32. 67% 32. 01% 24. 33%

贡献分解 - 环境%

个体层面 0. 65 0. 69 0. 46 0. 55 1. 94

父母职业和教育 3. 02 2. 27 3. 82 1. 24 2. 36

家庭藏书量 6. 24 5. 64 6. 92 5. 75 4. 55

教养方式 19. 01 18. 64 19. 34 15. 18 21. 82

学校 SES 和班级规模 4. 05 3. 96 4. 14 1. 61 2. 09

学校氛围 34. 12 37. 83 30. 21 46. 62 39. 42

小计 67. 09 69. 03 64. 89 70. 95 72. 18

贡献分解 - 净努力%

语数成绩 1. 60 1. 24 2. 05 2. 30 0. 47

学习娱乐 2. 67 2. 02 3. 36 0. 93 1. 69

师生交往 5. 67 4. 06 7. 78 4. 64 1. 08

朋友交往 2. 36 1. 92 2. 84 2. 96 2. 06

班级参与 20. 61 21. 73 19. 08 18. 22 22. 51

小计 32. 91 30. 97 35. 11 29. 05 27. 81

总计(R2) 0. 469 0. 448 0. 495 0. 442 0. 355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首先, 可分析环境变量影响非认知能力不平等的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基于方差的不平等测度与回归方程拟合优度的计算过程较为一致, 即表 10 环境因素占

可解释的因变量方差约为 0. 469∗67. 09% = 31. 47% , 这与机会不平等的 IOR 值相当,

由于表 10 排除了努力变量中的环境影响, 因此 31. 47%可看做环境影响机会不平等的

总效应。 表 9 没有排除努力变量中的环境影响, 因此环境因素占可解释的因变量方差

(0. 493∗39. 09% =19. 27% ) 可视为环境影响机会不平等的直接作用。 故通过对比表 9

和 10 可计算环境间接影响, 即环境通过影响努力进而影响非认知能力不平等的部分

(0. 469∗67. 09% - 0. 493∗39. 09% = 12. 20% ), 即机会不平等 IOR 值中有约 39%

(12. 02%与 31. 47%之比) 属于间接影响 (即图 1 中间接路径), 约 61% (19. 27% 与

31. 47%之比) 属于直接影响 (即图 1 中直接路径)。

其次, 在环境变量影响非认知能力不平等中, 家庭教养方式与学校氛围变量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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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 显著高于其他变量。 这说明非认知能力作为社会情感能力, 其形成与家庭和学

校 “软实力” 密切相关。 温和、 民主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助于培育子女的亲和性和情绪

稳定性等非认知能力, 而严厉、 专制的教养方式可能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产生

(Pinquart, 2017)。 虽然本文发现非认知能力与父母教育和职业地位关系不大, 但由于

教养方式存在阶层差异 (田丰、 静永超, 2018), 政策干预更应该推动弱势背景家庭教

养方式的改善。

在学生发展早期, 若学校善于营造合作而非竞争的氛围, 学生的精力将不会过度

用于学业。 相比之下, 仅仅缩小班级规模而不注重对学校氛围的营造, 可能很难对学

生的非认知能力形成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 现有的教育生产函数研究主要聚焦于学业

成就等认知能力, 然而能够提高学生认知能力的投入 (如学校基础设施等 “硬件” 投

入) 可能对非认知能力发展作用有限 (Hanushek, 2020)。 如何更好地协调认知能力与

非认知能力两种教育产出, 使得不同形式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相互促进, 可能需要教育

学、 心理学、 经济学等领域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 努力变量影响非认知能力主要通过班级参与变量实现。 相比于师生交往、

朋友交往等努力变量, 班级活动参与更需要在公开场合进行, 多人互动更为频繁, 在

此过程可以习得更多社交、 协作等能力, 有效促进作为 “社会情感” 的非认知能力的

发展。 通过对比表 9 和表 10 可发现, 净努力变量与原始努力相比, 班级参与和师生交

往变量贡献度下降了很多, 说明环境变量对此类变量有显著影响, 有待进一步分析。

3. 环境通过何种努力渠道对非认知能力影响最大

Palomino et al. (2019) 首次从中间渠道的角度, 对环境通过影响个体教育与就业而

导致的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定量分析。 李莹和吕光明 (2019) 将此方法用于分析中国机

会不平等的作用渠道。 本文借鉴其方法, 分析环境通过影响各类努力进而导致不平等

的渠道作用。 计算过程如下, 假设 Dk代表学生的班级参与程度, 环境通过班级参与渠

道影响非认知能力可表示为:

y~ k = ηDk + vk (10)

其中, y~ k = ψ︿ C, 即式 (3) 拟合值。 类似地, 构造反事实收入 y~ D
K = η︿ Dk, 将式 (3)

拟合值再度平滑, 即具有相同班级参与程度的学生赋予了相同的 (环境相关) 非认知

能力, 因此通过班级参与渠道导致不平等的绝对量就为 I(y~ D
K)。 未被此渠道解释的反事

实部分为 y~ D
K = η︿ Dk + v︿ k, 机会不平等可被分解为班级参与和其他渠道两部分。

I(y~ K) = I(y~ D
K) + I(y~ D

K)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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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 利用方差依次估计环境通过各努力变量的作用渠道, 即可得到由该渠道

导致非认知能力不平等的程度。 通过渠道分解, 可分析环境通过影响努力而间接影响

非认知能力中, 各渠道占比情况 (表 11)。 结果表明, 学习努力的渠道作用很小, 环境

主要通过影响交往努力进而影响非认知能力, 且交往努力中, 班级参与变量效应最强,

这也与表 9 中结果相似。 环境变量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班级参与等努力变量, 例如

优势背景群体可能具有更紧密的家校联系, 或者其子女在文体技能上更加突出, 从而

有助于广泛参与班级活动。 有教育学相关研究显示, 相比于一般学生, 班干部群体能

够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包括提问机会、 讨论机会等), 且班干部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往往更高 (柯政、 李昶洁, 2020)。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各努力变量往往不独立, 即渠

道变量间通常存在相关性, 例如师生交往程度可能影响学生的班级参与, 导致各渠道

作用的合计值 (14. 58% ) 大于间接影响的 12. 20% 。

表 11　 环境影响非认知能力的中间渠道分解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10 岁组 15 岁组

IOR 31. 48% 30. 69% 32. 67% 32. 01% 24. 33%

努力变量(% )

数学成绩 2. 88 2. 67 3. 22 3. 12 0. 83

语文成绩 3. 04 3. 13 3. 67 4. 17 0. 11

学习时间 0. 01 0. 06 0. 26 0. 05 1. 51

娱乐时间 3. 32 2. 79 4. 44 0. 86 1. 78

师生交往 12. 84 11. 97 13. 85 10. 37 10. 93

朋友交往 7. 68 7. 33 8. 08 9. 63 6. 61

班级参与 16. 54 17. 14 15. 97 16. 81 11. 47

合计 46. 31 45. 09 49. 49 45. 01 33. 24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四) 稳健性检验

1. 剔除不显著的环境变量

为排除无关变量的影响, 本文在此去掉基准回归中对非认知能力影响不显著的部分

环境变量, 即性别、 学前教育、 父母职业和学校 SES 变量, 仅保留影响显著的 7 个变量

进行测度。 结果如表 12 所示, 与更换环境变量前差别不大, 且分群体同样呈现出女性和

10 岁组 IOR 值更大, 分维度中亲和性 IOR 最大而情绪稳定性 IOR 最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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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剔除不显著环境变量的测度结果

分样本 - 各群体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10 岁组 15 岁组

更换后 IOR 31. 42% 30. 54% 32. 65% 31. 63% 23. 79%
更换前 IOR 31. 48% 30. 69% 32. 67% 32. 01% 24. 33%
分维度 - 全样本 尽责性 亲和性 开放性 外向性 情绪稳定性

更换后 IOR 22. 78% 27. 74% 26. 29% 24. 38% 20. 86%
更换前 IOR 22. 87% 27. 91% 26. 51% 24. 47% 21. 14%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除了剔除不显著环境变量外, 本文还通过更换自变量测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例如将连续变量学校 SES 转换成分类变量 (替换后全样本 IOR 为 31. 50% ); 将家庭层

面的父母职业、 父母教育和家庭藏书量变量统一用家庭 SES 变量替换 (全样本 IOR 为

30. 26% ), 发现结果依旧稳健。 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2. 更换非参数法测度: 传统的分组法与探索性的聚类法

非参数法经典的做法为根据不同变量取值的组合进行分组, 如父母是否受高等教

育和是否本地户籍两个哑变量的组合可产生 4 个组别, 当变量数量增加时, 分组数将

呈指数增长, 故此方法需较大的样本量。 实践中, 环境变量间往往不独立, 难以避免

一些组别个体很少, 如父母均受过高等教育, 但职业地位较低的组, 这可能导致测算

过程产生误差 ( Brunori et al., 2019)。 近些年非参数法在不断发展, 如潜在类别

(LCA) 分组 (Carrieri et al., 2020)、 机器学习的回归树方法 (Brunori & Neidhöfer,

2021) 等多种方法得到应用。

上述方法的一个缺陷是无法指定分组个数, 因此结果难以与传统分组法做比较, 例

如 LCA 分组数常在 5 个左右, 而传统分组法常常产生数十乃至数百组。 另外一种值得关

注的分组法为聚类法, 聚类法的基本思想为尽可能缩小类别中差异而扩大类别间差异,

因此对环境变量进行聚类, 每个类别个体可视为拥有相同的环境, 进而可运用非参数法

对机会不平等进行测度。 当前文献中虽然很少用聚类法直接进行非参数测度, 但已有利

用聚类区别环境或努力的做法, 例如 Aizawa (2019) 在分析儿童营养不良的机会不平等问

题时, 利用多个环境变量对个体进行聚类, 然后对最好环境与最差环境的差异进行 Oaxaca-

Blinder 分解。 龚锋等 (2017) 按照受教育程度、 就业状况和相对收入分位三个努力变量,

利用两步聚类法, 将每个年代样本分为 30 个群组, 定义同一群组付出同样的努力程度。

本文在此采用传统分组法和聚类法两种非参数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于分组法需

要较大的样本量, 本文仅利用回归中显著的环境变量进行分组, 即是否本地户籍、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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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教育、 家庭藏书量、 惩罚型教养、 理解型教养、 班级规模和学校氛围等 7 个变量,
除了是否本地户籍外, 将父母教育 (是否受高等教育) 以及其他变量 (是否大于均

值) 转换为属性变量, 然后进行组合得到 127 组; 聚类采用 Kmeans 算法, 同样聚类

127 组后进行测度 (表 13)。

表 13　 两种非参数法测度组别情况

组别数 组均个体 小于 5 的组别占比 最小组包含个体 最大组包含个体

分组法 127 52 11. 02% (14 组) 3 268

聚类法 127 52 0 16 117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两种非参数法测度结果如表 14 所示。 全样本中采用参数法、 分组法和聚类法测度

得到 IOR 值分别为 31. 48% 、 31. 26%和 32. 59% , 结果十分相近。

表 14　 两种非参数法测度结果

单位: %

分样本 - 各群体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10 岁组 15 岁组

分组法 31. 26 32. 05 34. 09 30. 02 24. 70
聚类法 32. 59 32. 52 35. 19 32. 79 25. 86

IOR(参数法) 31. 48 30. 69 32. 67 32. 01 24. 33
分维度 - 全样本 尽责性 亲和性 开放性 外向性 情绪稳定性

分组法 24. 12 27. 34 27. 97 23. 23 20. 73
聚类法 24. 67 28. 79 28. 22 24. 44 22. 55

IOR(参数法) 22. 87 27. 91 26. 51 24. 47 21. 14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3. 改变不平等测量方法

如前所述, 在众多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研究文献中, 常利用 MLD 指数进行不平等

测度, 计算方式如下:

MLD = 1
N 􀰑

N

i = 1
ln Y

Yi
(12)

本文在此更换不平等测度方法为 MLD 指标后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如表 15 所示,
依旧较为稳健。 在分群体测度中, MLD 测度同样呈现出女性、 10 岁组群体 IOR 相对更

大的特征; 在分维度测度中, MLD 测度同样呈现亲和性 IOR 最大而情绪稳定性 IOR 最

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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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利用 MLD 指数进行测度的结果

单位: %

分样本 - 各群体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10 岁组 15 岁组

IOR(MLD) 32. 98 32. 14 34. 29 32. 90 25. 55

IOR(方差) 31. 48 30. 69 32. 67 32. 01 24. 33

分维度 - 全样本 尽责性 亲和性 开放性 外向性 情绪稳定性

IOR(MLD) 23. 80 28. 95 27. 95 25. 17 21. 77

IOR(方差) 22. 87 27. 91 26. 51 24. 47 21. 14

　 　 资料来源: 根据 SSES 测评数据计算得到。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9 年 OECD 对包括中国 (苏州) 在内的多个国家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

调查数据, 在 Roemer 机会平等理论框架下, 结合 “环境—努力” 视角探讨了青少年非

认知能力发展的机会不平等。 需要说明的是, 与代际流动研究中代际相关性 (即父代

收入对子代收入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 相似, 机会不平等测度框架可看作后者的扩展,

此两者均为衡量社会不平等的一类指标 (Björklund & Jäntti, 2020)。 此外与代际流动

研究相似的是, 机会不平等研究的关注重点并非因果关系, 而侧重跨国比较与变迁趋

势的分析 (Chetty et al., 2020), 且当前尚未有成熟的计量方法可分析多个 (环境) 变

量对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 本文的机会不平等并非因果效应。

研究发现, 中国 (苏州) 调查样本非认知能力机会不平等程度达 31. 48% , 显著高

于以往文献发现的学习成绩的机会不平等程度 (江求川、 任洁, 2020; 张楠等,

2020), 且位居所有调查地的首位, 机会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其他调查地。 在环境变量

中, 对非认知能力机会不平等贡献最大的 3 个变量为家庭藏书量、 教养方式与学校氛

围, 而父母教育与职业变量贡献度很小; 此外, 分年龄群体发现, 10 岁组学生机会不

平等程度较 15 岁组学生显著更大, 说明机会不平等在学生发展早期影响更大。 加入努

力变量后发现, 学生可控的净努力变量贡献度仅约 30% , 说明非认知能力发展不平等

中环境变量占主导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环境变量的不完全, 本文测度的机会不

平等是真实值的下界, 实际值不会低于本文测度结果。

基于以上结论, 相关政策干预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 在青少年非认

知能力发展的早期进行干预。 Cunha et al. (2010) 发现认知能力在儿童发展早期比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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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影响, 而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在儿童发展早期和晚期都很重要, 中国样本中 10 岁组

学生机会不平等较 15 岁组学生高约 30% , 因此干预在更早时期或更有效。 其次, 在学

校教育中更加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教育生产函数的目标应考虑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发展, 而非过度关注学业成绩, 在学校教育中应合理促进各类人力资本发展, 如本文

发现相较于此前受到很多关注的班级规模 (Connolly & Haeck, 2022), 学校氛围对非

认知能力发展更为重要。 最后, 家庭教养因素也是形塑学生非认知能力的重要途径,
在 2022 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推动下, 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快

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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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significant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on cognitive ability in

China. Based on 2019 OECD SSES data and Roemer􀆳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on non-cognitive ability among adolescents.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are of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total inequality on non-cognitive ability is 31. 48 percent, which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n cognitive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and putting China first

in ranking. The amount of family books, parenting style, and school environment are the thre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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